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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社交媒体环境下被伤害品牌双面效价应对策略： 

群体极化理论视角* 

王新刚 1  李祖兰 2  张  婷 1 

(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3) (2 武汉学院工商管理系, 武汉 430212) 

摘  要  以群体极化理论为基础, 本文围绕社交媒体环境下被伤害品牌双面效价应对策略展开研究。按群体

极化理论逻辑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结果, 从被伤害品牌视角, 拟研究企业采用悲情

表达策略对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支持的影响; 从旁观消费者视角, 拟研究企业采用受害者迁移诉求策略对他

们群体极化支持的影响; 从个体侵权消费者视角, 拟研究企业启动受害者意义策略消除因惩罚侵权消费者而

引发的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反对。 

关键词  社交媒体, 群体极化, 悲情表达, 受害者迁移诉求, 受害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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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社交媒体环境下, 一个消费者不仅能创造各

种各样的“声音/行为”, 也能让上百万人“听/看”到

自己的声音/行为, 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必然趋

势。其中, 个体消费者有意或无意伤害品牌的“声

音/行为”近些年开始变得越来越多, 在社交媒体

的推波助澜下, 它们很容易引发消费者间的情绪

传染及共鸣, 形成无意识心理群体, 产生排山倒

海 之 势 的 群 体 极 化 力 量 。 群 体 极 化 (Group 

Polarization)是指有相同观点倾向的人在经过群

体间的讨论和相互影响后, 对原来观点更加固守

的同时变得更加极端的社会现象 , 即个体−群体

条件间的评价转移(Myers & Lamm, 1976), 在社

交媒体环境下更容易出现。此时, 如果企业置若

罔闻, 则只能默默承受社交媒体环境下群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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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之痛; 但如果企业应对不慎, 又会容易引发

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负面结果。例如：2021 年 5

月滴滴遭短视频博主造谣抹黑; 2021 年 7 月蜜雪

冰城品牌被丑化; 还有泸州老窖品牌被某消费者

伤害后, 2021 年 8 月采用法律手段维权胜诉却深

陷危机。那么, 面对带有弱者刻板印象个体消费

者的伤害,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该如何应对, 

才能化解危机或化危为机呢？ 

本文试图从以往文献中寻找答案, 结果却发

现企业(强者刻板印象)与个体消费者(弱者刻板印

象)间的相互伤害及应对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

个方面：企业伤害消费者及其应对(王晓玉, 晁钢

令, 2009; Robson & Farquhar, 2021; Singh et al., 

2020)、遭企业伤害后消费者维权(李宗辉, 2021; 

杨科, 李英, 2020; Larsen & Lawson, 2013)、消费

者伤害企业行为研究(曾伏娥 等, 2011; Fombelle 

et al., 2020; Gong & Wang, 2022)。由此可见, 以往

鲜有学者关注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消费者伤害品

牌后的企业应对策略研究, 也就是“弱者”伤害“强

者”后的“强者”应对。借鉴人际领域伤害文献：通

常情况下 , 人们的刻板印象认为伤害者是强者 , 

受害者是弱者 ; 否则 , 难以形成伤害的感知

(Schein & Gray, 2018)。因此, 学界普遍认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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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缺乏伤害者代理人(Perpetrator Agency)特征——

伤害能力 , 而强者缺乏受害者代理人 (Victim 

Agency)特征——脆弱性/易受伤害(Haslam, 2016; 

Schein & Gray, 2016)。根据这个结论可推断, 个体

消费者伤害企业, 往往难以让旁观者觉得企业是

受害方, 或者说难以让旁观者感知到企业遭受伤

害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如果通过法律

惩罚侵权消费者进行维权, 却又很容易给旁观消

费者造成伤害侵权消费者的感知。最终会导致被

伤害品牌与侵权消费者之间受害者与伤害者身份

感知的转换。 

那么, 按照营销沟通思维而非依靠法律手段, 

被伤害品牌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呢？群体极化理论

对该问题的回答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指导。首先, 

群体极化结果的正/负效价(以下简称“双面效价”)

可作为应对策略的总目标：即社交媒体环境下 ,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被伤害品牌该如何应对, 才

能获得/消除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支持/反对？其

次, 群体极化理论的逻辑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

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结果(Burnstein, 1982), 对

应对策略总目标的解决和实现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和解释。具体来说, 有论据的信息说服效应在群

体极化双面效价解释机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Isenberg, 1986); 因为在伤害事件中它很容易激

发旁观者产生群体情绪共鸣, 实现情绪动员, 形

成群体极化结果(Burnstein, 1982)。 

有论据的信息说服效应指一个人的评价在群

体极化的过程中, 多大程度上受信息说服策略(视

角、功效及新颖性)的影响(Isenberg, 1986), 即从

谁的角度说(视角)、说什么(功效)以及怎么说(新

颖性)。其中, 从谁的角度说是信息说服策略和问

题研究的起点。因此, 结合营销实践, 本文从伤害

事件中的被伤害品牌、旁观消费者、侵权消费者

三方视角, 分别寻找信息说服策略展开应对, 提

出需要解决的三个关键科学问题：(1)法律维权前,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该如何从被伤害品牌视

角出发, 通过信息说服策略表达自己是一个受害

者, 才会获得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支持; (2)法律

维权前,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该如何从旁观 
 

消费者视角出发, 通过信息说服策略联合旁观消

费者形成统一战线, 并获得他们的群体极化支持; 

(3)法律维权后,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该如何

从侵权消费者视角出发, 通过信息说服策略消除

因惩罚侵权消费者而引发的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

反对。 

2  文献综评 

企业和消费者间的伤害及应对, 一直是学界

和业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问题。根据文献梳理, 以

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企业伤害消费者及

其应对、遭企业伤害后消费者维权、消费者伤害

企业行为研究, 却很少关注社交媒体环境下消费

者伤害品牌后的企业应对, 区别在于伤害者和受

害者角色及强弱对比发生了转换(见图 1)。 

2.1  企业和消费者间的伤害及应对 

2.1.1  企业伤害消费者及其应对 

这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是实证量化研究, 可归

纳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产品质量伤害及其应对 , 

又可分为不考虑危机情境的一般应对和考虑危机

情境的具体应对。前者按照从对抗否认到主动赔

偿的逻辑进行了详尽的归纳 (王晓玉 , 晁纲令 , 

2009)：企业应对策略可分为保持沉默、否认、辩

解和承认, 其中承认包括道歉、被迫召回、主动

召回、非常努力地应对(Liu et al., 2016; Bala et al., 

2017)。后者主要从危机类型或情境展开研究：对

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 辩解是最优策略; 对不

可辩解型危机, 和解是最优策略(方正 等, 2010); 

对功能性危机, 企业自我揭露危机信息策略能有

效提升危机的修复效果, 但该策略对低声誉品牌

发生的道德型危机应对效果并不明显(陶红, 卫海

英, 2016); 当品类中某品牌的产品危机发生溢出

效应时, 竞争品牌主动否认问题, 会使消费者的

态度更正面(Baghi & Gabrielli, 2021)。 

其次是服务失败后的补救应对, 又可分为有

形补救和无形补救。其中, 有形补救主要涉及赔

偿、礼物、折扣、免单、退款以及亲社会补偿等

(Thomassen et al., 2020), 而无形补救主要包括道

歉、解释、补救速度、关心、礼貌等心理层面(Tan  

 
 

图 1  研究问题理论推导 



第 5 期 王新刚 等: 社交媒体环境下被伤害品牌双面效价应对策略：群体极化理论视角 711 

 

 

et al., 2021)。这两类补救策略经常需要结合使用。

随着网络的发展, 有学者对线上的服务补救形式

进行了探究, 并指出补偿、快速回应和道歉三种

策略的配合使用才能起到最优的补救效果(杜建

刚, 范秀成, 2007; Sharifi & Aghazadeh, 2016)。在

群体服务失败的背景下, 对经济补偿, 公开模式

比私下模式更好; 对社会补偿, 私下模式比公开

模式更好(Zhou et al., 2013)。除此之外, 还有学者

从情绪和感官方面提出了服务补救策略。比如 , 

自嘲式幽默对顾客有积极影响 , 但同时也表明 , 

这种幽默必须被消费者感知为特别有趣(Kobel & 

Groeppel-Klein, 2021)。 

2.1.2  遭企业伤害后消费者维权 

这方面的文献基本上是思辨和质性的研究 , 

可归纳三个方面：首先是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成

本。维权形式主要包括两大类：理性维权和情感

维权。前者主要是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或政策程

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管兵, 2013)。在此过程

中消费者要付出高昂的维权成本, 其原因主要有

三个：维权程序复杂, 耗费时间长; 维权举证难度

大 ; 维权费用投入大 , 结果回报小 ( 应飞虎 , 

2004)。后者主要是消费者个人或群体通过情感化

表达的方式进行维权, 已经成为弱者维权的主要

手段(管兵, 2013)。作为弱者的消费者可以利用网

络的公开性、便捷性等优势, 通过网络爆料的方

式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关注, 加速维权过程。

虽然有学者提出悲情叙事、弱者武器以及正义之

名可以作为网络维权的方式, 但也指出网络维权

会出现泛道德化倾向, 消费者试图通过道德情感

干预法律的审判, 这也将会影响人性伦理和法治

理论之间的平衡(刘德海, 王维国, 2012)。 

其次是平台的制度设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第三方平台成为连接消费者和企业的重要桥梁。

在企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时, 如何更好地帮助消

费者维权, 是平台亟待思考的问题。研究结论主

要有：平台经营者应该以法律为约束, 严格把控

经营者准入门槛; 审查企业资质、经营存续状况、

进货渠道、货源的真实性、信用情况等, 进行实

名登记, 定期对经营者信息变动进行审核与审查, 

从根源上将不良商家拒之门外。平台要加强监管, 

建立公平的网络环境, 比如：平台监管能够降低

商家诱导评论对消费者带来的伤害, 有利于形成

公平竞争(汪旭晖 等, 2020)。平台要建立统一的

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可建立全国统一的网上消

费者投诉举证中心, 使投诉问题可以在该中心集

中处理, 及时有效地帮助消费者举证和维权(李英, 

杨科, 2016)。 

最后是法律制度的完善。政府应努力推进维

权知识的宣传普及, 使维权知识家喻户晓, 同时

优化消费者维权程序, 根据消费者维权难度、事

情的复杂程度, 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维权程序, 使

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能够迅速有效地进

行维权(刘长玉 等, 2019)。健全法律法规, 完善精

神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制度。消费者维权的动力主

要来自两个方面：心理和物质。从心理看, 法律

应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消费者而言, 扩大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尤其是消费领域, 对提高

消费者的维权效果 , 降低维权成本是非常必要

的。从物质看, 法律应不断规范惩罚性赔偿制度, 

目前已有法律明确规定了经营者赔偿数额(高丽, 

2020)。 

2.1.3  消费者伤害企业行为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可归纳为两个方面：非伦理行

为和偏离行为。虽然表达不同, 但本质上还是存

在较多的相同之处。首先是消费者非伦理行为 , 

它是指消费者在获取、使用或处置商品和服务时

的不当行为(Grove et al., 2012)。对企业来说, 这

种行为会极大地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 损害企业

利益。线下 4 类行为包括主动获利的非法行为、

被动获利行为、主动获利的问题行为、无伤害行

为。主动获利的非法行为主要指由消费者主动发

起且被多数消费者认为不合法的行为, 如入店行

窃(Cox et al., 1990)、逃税漏税(Hanno & Violette, 

1996)等。被动获利行为是指消费者在损害他人利

益的情况下被动收益 , 如购物时少算钱却不说

出。主动获利的问题行为是指由消费者主动发起

且被多数消费者认为有问题(不至于违法)的行为, 

如随意退货(Shang et al., 2017)。无伤害行为是指

产生负面影响非常小的行为, 如长时间试穿却不

购买。线上 4 类行为包括扰乱秩序行为、恶意利

己行为、节制伤害行为和侵犯版权行为(曾伏娥 

等, 2011)。其中, 扰乱秩序行为包括消费者出于泄

愤等目的, 从事网上滋扰、向同意货到付款的商

家提供假地址、网络调查中恶意投票、给予商家

差评的行为。恶意利己行为是指消费者牺牲企业

利益来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节制伤害行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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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主观上想获利, 但对企业造成的伤害是有

节制的。侵犯版权行为主要指非法和非理性地使

用和传播版权产品的行为 (Wagner & Sanders, 

2001)。 

其次是偏离行为, 它是指消费者在线上或线

下环境中, 侵害企业及其员工或者其他消费者的

资源、安全和形象等方面的行为(Fullerton & Punj, 

2004)。这些行为使企业财务或其他资源蒙受损失, 

如损坏服务设施、损害品牌形象。伤害企业的典

型例子包括入店行窃(Tonglet, 2002)和故意破坏

(Cialdini et al., 2006)。此外, 随着零售环境和技术

的演变催生出一些新的伤害企业的偏离行为。如

自助收银台的普及使得消费者可以避免扫描所有

的商品, 或者将昂贵的商品作为便宜的商品结账

(Taylor, 2016)。除了传统的零售渠道, 消费者在社

交媒体环境下仍然存在一些伤害企业的偏离行

为。例如：对众多数字信息服务提供商来说, 数

字化媒体技术下的盗版就是他们面临的巨大问题

(Sinha & Mandel, 2008)。另外, 许多消费者意识到

他们可以通过在网上发表消极评论或参与在线社

区来损害企业的声誉(Dolan et al., 2015)。社交媒

体为消费者交换信息、协调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使得他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企业造成伤害(Ward & 

Ostrom, 2006)。因而线上反企业或反品牌社区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Kuo & Hou, 2017), 这些社区以

品牌仇恨和强烈的负面情绪为特征(Zarantonello 

et al., 2016),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

系, 进而会削弱品牌实力, 影响企业利润(Kähr et 

al., 2016)。 

2.2  文献评价分析 

首先, 从研究问题看, 以往鲜有学者关注社

交媒体环境下, 消费者伤害品牌后的企业应对策

略研究, 也就是“强者”受到“弱者”伤害后该如何

应对。因为以往研究主要讨论了企业伤害消费者

及其应对, 遭企业伤害后消费者维权和消费者伤

害企业行为这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它们分别主

要体现在“强者”伤害“弱者”后“强者”的赔偿方面, 

“强者”伤害“弱者”后“弱者”的维权方面, “弱者”伤

害“强者”的行为类型方面。这就造成本文与以往

研究在应对逻辑上存在显著不同。由此可见, 研究

问题的新发现填补了品牌危机应对的理论体系。 

其次, 从理论视角看, 以往鲜有学者以群体

极化作为被伤害品牌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检验依据

和解释机制支撑。以往文献对危机应对策略的效

果测量大多数是个体条件下 , 而本文将对个体−

群体条件下组间或组内顺序问项进行测量, 作为

衡量群体极化的依据。同时, 群体极化理论中“信

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结果”这一

逻辑主线 , 很好地解释了本文三个核心研究问

题。这对社交媒体环境下被伤害品牌的应对策略

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 也拓展了品

牌危机应对的理论建构和解释。 

最后, 从应对方式看, 以往鲜有学者关注以

动机向内为起点、群体极化双面效价为结果、三

方视角下的信息说服策略研究。以往企业伤害消

费者及其应对研究 , 其行为动机侧重向“外”, 为

了赔偿被伤害的消费者; 而本文对消费者伤害品

牌后的企业应对研究 , 其行为动机侧重向“内”, 

为了保护被伤害的品牌。另外, 以往企业危机应

对研究大多侧重消除负面影响, 主要从伤害者(企

业)−受害者(消费者)双边视角出发寻找对策。而本

文在此基础上还研究如何获得正面极化, 以及从

旁观消费者视角寻找对策, 丰富了品牌危机应对

的具体策略。 

2.3  群体极化与研究问题的契合 

社交媒体环境下企业与消费者间的相互伤害

极易引起群体极化。一方面是由于网络的匿名性、

自由性、多元性与广泛性, 再加上各大平台通过

算法进行信息推荐等, 是很容易形成群体极化的

结果。另一方面是企业与侵权消费者间的强弱对

比。通常情况下, 与伤害双方的力量均衡相比, 当

伤害双方力量不均衡的时候, 更容易引起群体极

化(Schein & Gray, 2016)。本文总的研究问题：社

交媒体环境下,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被伤害品牌

该如何应对, 才能获得/消除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

支持 /反对？本文基于群体极化理论给出的逻辑

主线, 即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

结果,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 

从信息说服策略看, 信息说服效应即为本文

研究中的自变量应对策略, 它是指一个人的评价

在群体极化的过程中, 多大程度上受信息说服视

角、功效及新颖性的影响(Vinokur & Burnstein, 

1978)。其中, 视角主要体现在评价者与评价对象

间的类属关系上 , 本文反映在从谁的角度说 (比

如：被伤害品牌视角等), 功效侧重信息内容是否

有说服力(比如：启动受害者意义等), 新颖性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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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达方式(比如：拟人化或幼态萌等)是否让人

耳目一新。这三点在本文研究模型中, 以整体形

式表现为自变量, 并在逻辑推导中也有体现。 

从群体情绪共鸣看, 情绪共鸣是指在他人情

感表现的刺激作用下, 所引起的情感或情绪上相

同或相似的反应倾向(Xie & Bagozzi, 2019), 主要

为中介变量。研究表明：正/负面群体情绪共鸣形

成正/负面群体极化, 正/负面道德情绪中同情/愤

怒最容易激发正 /负面群体极化 (Grappi et al., 

2013)。在侵权消费者伤害品牌的事件中, 企业该

如何通过信息说服策略获得 /消除旁观消费者群

体的同情 /愤怒共鸣 , 进而获得/消除他们的群体

极化支持/反对？ 

从群体极化结果看, 本文中群体极化的双面

效价(正/负)结果与企业现实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对应的。与以往研究相比, 群体极化应对的

风险和难度系数更大, 但却更能反映营销实践中

社交媒体环境下应对策略效果评价。因为以往研

究对危机应对策略效果评价基本上是基于个体

条件的 , 而本文则通过测量个体−群体条件下的

评价转移或差异, 作为应对策略效果的评价。不

仅符合现实问题的解决 , 也是理论方面的一个

重要创新。 

3  研究构想 

本文围绕“社交媒体环境下 , 带有强者刻板

印象的被伤害品牌该如何应对, 才能获得/消除旁

观消费者群体极化支持/反对”这一总问题, 展开

品牌的双面效价应对策略研究。按照企业法律维

权时间节点划分, 分别从被伤害品牌、旁观消费

者和侵权消费者三方视角出发, 提出研究构想。 

3.1  研究 1：法律维权前, 从被伤害品牌视角出

发回答如何表达。 

社交媒体环境下, 当侵权消费者伤害品牌后,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该如何表达自己是一个

受害者, 才能获得旁观消费者群体的极化支持？

这是一个重要且新的话题。因为以往研究较少有

学者关注“弱”对“强”的伤害后“强者”的应对策略, 

而在伤害相关文献中, 通常情况下, 人们会根据

伤害者/受害者代理人效应 , 把伤害者/受害者理

解为强者/弱者(Schein & Gray, 2018)。只有这样, 

伤害才会形成 , 而在本文中 , 却是反过来的 , 伤

害者/受害者是带有弱者/强者刻板印象的消费者/

企业。那么,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该如何表

达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借此在社交媒体环境下 , 

调动旁观消费者群体情绪, 获得他们的群体同情

共鸣和群体极化支持, 非常值得研究。 

通过广泛阅读文献, 以及营销实践中素材的

搜集, 本文发现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可以从

悲情、正义、戏谑三个方面进行应对。因为在伤

害文献和网络群体事件研究中, 有学者通过观察

和思辨总结了这三点(杨国斌, 2009); 但在营销领

域, 目前没有学者将其应用至消费者伤害品牌的

情境, 并对此展开实证研究。所以, 当被伤害品牌

分别采用悲情、正义和戏谑表达自己是一个受害

者时, 它们分别会激发旁观消费者对品牌什么样

的认知和情感反应, 最终是否会引起对品牌的极

化评价？这些都需要进行检验。下面以被伤害品

牌悲情表达(拟人化&非拟人化)对品牌的群体极

化支持影响为例进行研究推导。 

悲情表达(Sadness Expression)是指企业通过

信息说服策略让旁观消费者觉得品牌受到了侵权

消费者的伤害 , 激发同情之心 (Sinaceur et al., 

2015)。在侵权消费者伤害品牌后, 企业该怎样采

取悲情表达来说明自己是一个受害者, 以及拟人

化表达应对策略有效的边界条件是什么。首先 , 

与非拟人化相比, 拟人化悲情表达会产生旁观消

费者群体对品牌的极化评价。因为两者虽然在信

息的功效(悲情表达)方面是相同的, 但在表达方

式上(拟人化&非拟人化)是不同的 , 而且拟人化

要比非拟人化的表达更加新颖。研究表明：信息

的新颖性会推动极化评价的产生 (Vinokur & 

Burnstein, 1978)。 

其次, 当品牌受到伤害后, 如果采用非拟人

化的悲情表达方式, 也就是以企业的形象和口吻

来表达自己受到的伤害。在旁观消费者心里, 由

于企业或公司有着强者刻板印象, 而个体消费者

具有弱者刻板印象, 就像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打了

一个成人一拳那样。这样做并不能改变旁观消费

者对品牌作为受害者易受伤害的感知。但是如果

能够以拟人化的形象和表达来说明自己是一个受

害者, 那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因为与非拟人化相

比, 拟人化会让旁观消费者感受到品牌作为一个

人的特性。此时, 旁观者消费者会被代入人际情

境, 认为是一个类人的对象受到了伤害, 更容易

与拟人化品牌建立人际间的情感链接, 更能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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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感受到品牌的脆弱性(Brand Vulnerability), 这

种脆弱性会增加他们对品牌的易受伤害感知

(Hellén & Sääksjärvi, 2013)。在社交媒体上, 这种

情绪会相互传染 , 使他们对品牌产生群体同情

(Empathy)共鸣, 最终导致群体极化的结果。 

最后, 本文引入一个新的调节变量：品牌数

字化身(Brand Digital Avatar; Miao et al., 2021), 

它是指由计算机或人控制的、具有拟人化外观和

即时交互能力的虚拟数字代表(如淘宝的阿里小

蜜、京东的 JIMI、滴滴的小滴等等)。包括两个维

度, 即：形象相似性(Form Realism)和行为相似性

(Behavioral Realism)。形象相似性主要指品牌数字

化身的可视化、拟人化外观与真人形象的接近程

度, 表现在外形的空间维度、动态性、拟人特征

等方面。行为相似性主要指数字化身在满足顾客

线上体验需求的行为表现能力方面与真人行为的

接近程度, 表现在沟通方式(如文字还是语音)、回

应速度、社交化等方面。 

基于此, 本文推断：在旁观消费者先验认知

中, 如果品牌数字化身感知较低, 企业采用拟人

化(vs.非拟人化)悲情表达对品牌的群体极化支持

效应会被削弱甚至反转。因为这会让旁观消费者

觉得与以往风格反差太大, 临时抱佛脚会产生适

得其反的效果(Fournier & Eckhardt, 2019)。相反, 

如果品牌数字化身感知较高, 企业采用拟人化(vs.

非拟人化)悲情表达对品牌的群体极化支持效应

会 被 加 强 , 因 为 这 样 做 是 品 牌 的 一 贯 风 格

(Fournier & Eckhardt, 2019)。其中, 品牌数字化身

感知高低可以是在单一的形象维度或行为维度 , 

也可以是两个维度双高或双低。需要注意的是：

对品牌极化支持的测量是采用组内个体−群体条

件间的顺序测试, 或者组间评价得分落在极化范

围的比例差异。综上, 遵循群体极化理论的逻辑

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结

果, 针对研究 1 本文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1：社交媒体环境下, 当侵权消费者伤害

品牌后, 企业采用拟人化(vs.非拟人化)的悲情表

达更能让旁观消费者对品牌产生群体极化支持。 

命题 2：品牌脆弱性和群体同情共鸣在命题 1

中起着连续中介的作用。 

命题 3：在旁观消费者对被伤害品牌的数字

化身感知高/低的情况下, 命题 1 的主效应将被加

强/削弱甚至反转。 

3.2  研究 2：法律维权前, 从旁观消费者视角出

发回答如何联合。 

社交媒体环境下, 当侵权消费者伤害品牌后, 

旁观消费者经常会对双方在伤害事件中的是非做

出判断。除了伤害相关信息线索之外, 社会身份

的分类划分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影响 (Mackie, 

1986)。从社会身份来看, 侵权消费者和旁观消费

者都具有消费者的身份, 他们同属一个群体即买

方或自己人; 而企业与他们在身份上是一种对立

的角色关系 , 不属于一个群体即卖方或外人

(Cheng et al., 2006)。由于存在内团体偏见, 再加

上前文已经阐述过的企业/消费者带有强者/弱者

刻板印象。因此, 从社会身份归属来看, 旁观消费

者很容易偏袒侵权消费者一方。那么, 作为被伤

害企业该如何联合旁观消费者形成统一战线呢？ 

答案是通过信息说服来改变旁观消费者的身份

感知, 并激发对侵权消费者的群体憎恨共鸣。通过

文献阅读, 本文发现被伤害企业在进行伤害叙事

的过程中, 可以将侵权消费者对企业的伤害, 通过

受害者迁移诉求(Ng et al., 2016), 描述成对旁观

消费者的伤害(如严重欺骗或产品体验受到伤害

等)。借此让旁观消费者感觉自己从一个旁观者转

变成一个受害者, 激发他们对侵权消费者的群体

憎恨共鸣, 进而支持受害企业。同时, 也可以通过

伤害者迁移诉求(Warner & Branscombe, 2011), 将

旁观消费者描述成与侵权消费者一样的伤害者。借

此让旁观消费者感觉到自己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一

个伤害者, 产生内疚或失去正义的感觉, 而放弃对

带有强者刻板印象企业的反对或负面评价。因此, 

受害者 /伤害者迁移诉求都有可能对被伤害品牌

形成有利的结果, 但这些要取决于具体情境的设

计、刺激及检验。下面以受害者迁移诉求(是&否)

对品牌的群体极化支持影响为例进行研究推导。 

社交媒体环境下, 当侵权消费者伤害品牌后, 

企业倘若做出受害者叙事诉求, 并不能引起旁观

消费者的同情, 因为企业带有强者刻板印象, 在

旁观消费者认知中是不易受到伤害的。如果企业

能够展开受害者迁移诉求(Victim Transfer Appeal; 

Ng et al., 2016), 也就是指被伤害品牌通过信息说

服策略把旁观消费者也描述成受害者的一种表达, 

让他们产生受到伤害的感知, 其身份由旁观者转

变为受害者。这样相对于被伤害品牌来说, 旁观

消费者就由外人转变为自己人; 而相对于侵权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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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来说 , 旁观消费者就由自己人转为外人

(Cheng et al., 2006)。其结果是旁观消费者的身份

类别归属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这样也会改变他们

对伤害双方的是非评价。 

因此, 与没有受害者迁移诉求相比, 被伤害

品牌做出受害者迁移诉求, 会让旁观消费者对侵

权消费者产生憎恨(厌恶/Disgust、蔑视/Contempt

和生气/Anger; Fetscherin, 2019), 在社交媒体上, 

这种情绪会相互传染, 产生群体憎恨共鸣, 最终

对被伤害品牌给予群体极化支持。原因在于：一

个是信息说服的功效 , 一个是信息说服的新颖

性。功效在于怎么把旁观消费者描述成受害者 , 

新颖性在于受害者迁移诉求(是&否)两类信息间

的对比。例如：抽烟对抽烟者的健康是有害的, 这

是信息说服功效; 而抽烟对身边人的健康也是有

害的, 这是信息新颖性的体现。研究表明：信息

的功效和新颖性都能推动产生群体极化评价结果, 

而新颖性比功效的效应更大 (Myers & Lamm, 

1976)。同时, 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受害者迁移诉求

的表达和客观事实。类似的信息呈现或表达也体

现在同化效应的研究中, 同化效应指人们对目标

物的评价会因为受到信息线索的影响而朝着接近

参照物的方向发生位移(Ng et al., 2016)。 

虽然如此, 但并非所有的旁观消费者看到受

害者迁移诉求都会发生身份转变感知, 本文认为

这取决于旁观消费者与被伤害品牌间的自我−品

牌重叠(Self-Brand Overlap)。自我−品牌重叠指消

费者个体心理自我对品牌的延伸, 延伸越多/少自

我−品牌重叠越高/低(Newman & Brucks, 2018)。

旁观消费者自我−品牌重叠越高 , 受害者迁移诉

求越容易在旁观消费者身上发生, 因为重叠越高, 

旁观消费者就越容易把品牌当成自己, 进而越容

易引起旁观消费者身份转变感知。反之亦然。同

时, 也就越容易/难把侵权消费者当成伤害者或外

人。它的调节作用只能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发生 , 

因为失去了社交媒体环境, 就难以形成群体极化

评价结果; 另外 , 旁观消费者自我−品牌重叠高/

低类似或适用于品牌的粉丝/非粉丝, 更有利于企

业借助大数据追踪他们实施应对。最终对品牌形

成群体极化支持。综上, 遵循群体极化理论的逻

辑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

结果, 针对研究 2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命题 4：社交媒体环境下, 当侵权消费者伤害

品牌后, 企业做出受害者迁移诉求(vs.否)会让旁

观消费者对品牌产生群体极化支持。 

命题 5：对侵权消费者的群体憎恨共鸣在命

题 4 中起着中介的作用。 

命题 6：自我−品牌重叠为高/低的情况下, 命

题 4 的主效应将会被加强/削弱。 

3.3  研究 3：法律维权后, 从侵权消费者视角出

发回答如何消除。 

社交媒体环境下, 当侵权消费者伤害品牌后, 

企业常用的应对方式就是通过法律的途径对侵权

消费者进行惩罚。如此一来, 在旁观消费者心目

中, 企业与侵权消费者之间的角色很容易发生转

换, 也就是企业从受害者转变为伤害者, 而侵权

消费者从伤害者转变为受害者。结果是在社交媒

体环境下, 极易引发旁观消费者群体愤怒共鸣和

极化反对, 比如前面列举的泸州老窖品牌被伤害

的事件。那么, 面对这样的局面, 带有强者刻板印

象的企业该如何消除因惩罚侵权消费者而引发的

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反对呢？该怎样引导旁观消

费者觉得惩罚侵权消费者是理所应当的、合理的

呢？通过对伤害相关文献的广泛阅读, 下面以启

动受害者意义(是&否)对品牌的群体极化评价影

响为例进行研究推导。 

当带有强者刻板印象的企业因惩罚侵权消费

者而引发旁观消费者群体愤怒共鸣和极化反对后, 

此时侵权消费者的角色就会由伤害者转变成为受

害者。如果企业可以引导旁观消费者去发现侵权

消费者在被惩罚过程中的意义, 并且这种意义的

寻找是由旁观消费者在网络上发起的, 本文预期

这些信息会降低旁观消费者对品牌群体愤怒共鸣, 

进而消除对品牌的群体极化反对。从学术上来讲, 

这种意义叫受害者意义(Meaning of Victim), 指人

们从负面的经历中获得的正面结果(Bower et al., 

2009), 例如：磨难是一笔财富, 其中正面结果的

学术表达为利益寻找(Benefit Finding)。因此, 当

侵权消费者被企业惩罚后, 应该引导旁观消费者

启动受害者意义, 在网络上发起侵权消费者在被

惩罚过程中的利益寻找。例如：侵权消费者被惩

罚后 , 他们会吸取教训 , 不再做出类似的行为 , 

并且自身也得到了成长等(Davis et al., 1998)。所

以, 本文预期启动受害者意义会有效降低他们对

品牌的群体愤怒(Anger)共鸣, 进而消除对品牌的

群体极化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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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认为人们更

倾向于去接触那些支持他们现有信念的信息选择

过程, 当公众遇到的信息与他们的信念相悖, 就

会感觉不舒服, 为了减少失调, 更倾向于接收那

些与自己信念一致的信息, 而避免接触违背自己

信念的信息(Trilling et al., 2017)。应用到本文研究

中, 就是如果企业能够借助平台算法的力量, 将

启动受害者意义后的利益寻找相关信息, 频繁地

推送给选择性接触不一致的旁观消费者浏览阅

读。那么, 就会不断地冲击或修正他们先前对品

牌愤怒的固有信念, 随着信息推送的强化以及相

关评论比例的上升, 他们将形成新的、与受害者

意义一致的信念, 这个信念会不断代替先前对群

体无意识的感性盲从(Isenberg, 1986; Thompson et 

al., 2019)。如果推送选择性接触一致的评论给旁

观消费者浏览阅读, 那么, 就会不断强化他们先

前脑海中与受害者意义一致的信念。因此, 在启

动受害者意义对品牌的群体极化反对影响过程中, 

预期选择性接触起调节作用。综上, 遵循群体极化

理论的逻辑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

群体极化结果, 针对研究 3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命题 7：启动受害者意义(vs.否)会削弱甚至是

消除旁观消费者对品牌的群体极化反对。 

命题 8：对品牌的群体愤怒共鸣在命题 7 中

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命题 9：在选择性接触一致/不一致情况下, 

命题 7 的主效应将会被加强/削弱。 

4  理论构建 

由前文的营销实践事例和研究问题的理论推 
 

导不难看出, 社交媒体环境下, 消费者伤害品牌

后, 企业双面效价应对策略迫切需要被研究。因

为它对化解网络群体极化而造成的品牌威胁或危

机, 保护品牌利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 

不同于以往研究 , 本文以群体极化理论为基础 , 

根据其逻辑主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

群体极化结果, 围绕“社交媒体环境下, 带有强者

刻板印象的被伤害品牌该如何应对, 才能获得/消

除旁观消费者群体极化支持 /反对”这一总问题 , 

展开理论建构如图 2 所示, 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首先, 从研究问题看, 本文提出社交媒体环

境下消费者伤害品牌后企业该如何应对这一新的

研究方向, 填补了品牌危机应对的理论体系。以

往文献主要聚焦于品牌(强者)伤害消费者(弱者)

后企业的应对策略研究, 而本文则从相反的视角, 

研究消费者(弱者)伤害品牌(强者)后企业(强者)该

如何应对？伤害主体与客体间的角色及强弱对比

发生反转, 为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带来契机, 所

得结论将完善消费者与品牌相互伤害及应对的理

论体系。 

其次, 从理论视角看, 本文提出以群体极化

作为被伤害品牌应对策略的有效检验依据和解释

机制支撑, 拓展了品牌危机应对的理论建构和解

释框架。以往文献对危机应对策略的效果测量大

多数是个体条件下的测试, 而本文则会对应对策

略的效果在个体−群体条件组间或组内顺序问项

进行测量(Iyer & Yoganarasimhan, 2021), 作为衡

量极化的依据。同时, 群体极化理论中的逻辑主

线：信息说服策略−群体情绪共鸣−群体极化结果, 

也能很好地作为本文三个核心研究的解释机制。 

 
 

图 2  总体研究构思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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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社交媒体环境下被伤害品牌双面效价应对

策略研究都起到很好的理论支撑, 也丰富了品牌

与消费者相互伤害及应对的理论体系。 

最后, 从应对方式看, 本文以群体极化理论

为基础, 从伤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三方视角提

出不同的诉求方式, 丰富了品牌危机应对的具体

策略。因为以往企业危机应对研究大多侧重消除

负面影响, 主要从伤害者(企业)−受害者(消费者)

双边视角出发寻找对策。而本文不仅关注如何消

除负面极化影响, 还研究如何获得正面极化支持; 

不仅从伤害者(侵权消费者)−受害者(企业)双边视

角寻找对策, 还从旁观消费者视角寻找对策。并

且, 本文从被伤害品牌、旁观消费者和侵权消费

者视角提出的信息说服策略, 从内容上与以往研

究有着很大不同。这些均可视为对品牌与消费者

相互伤害及应对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本文对社交媒体环境下不同主体间的伤害应

对提供参考和管理启示。首先, 从企业层面看, 在

法律维权前, 可以采用拟人化悲情表达向旁观消

费者群体开展诉求, 让他们感受到自己脆弱性或

易受伤害性, 由此通过对他们的情绪动员来惩罚

侵权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受害者迁移诉求, 将品

牌自身的受害体验转移给旁观消费者群体, 这样

可以促使他们角色的转变：由旁观者转变为受害

者。在法律维权后, 企业可以启动受害者意义来

消除因惩罚侵权消费者而引发的旁观消费者群体

极化反对, 例如：借助意见领袖的力量去寻找并

发表一些侵权消费者被惩罚后所得到的人生收

获。这些建议不仅能让企业减少伤害, 还能化危

为机。 

其次, 从行业层面看,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

府、教育、医疗等领域类似的弱者伤害强者后的

强者应对, 都有参考和借鉴意义。随着社交媒体

科技的发展, 像消费者对品牌这样的“弱”对“强”

的伤害事件, 不仅在商业领域出现, 而且在政府、

教育、医疗等领域, 也层出不穷而且多样, 给带有

强者刻板印象的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此 , 

本文所提出的拟人化悲情表达、受害者迁移诉求、

启动受害者意义等应对策略, 不仅可以指导商界

企业, 也可以对其他领域主体遇到类似事件时的

应对提供参考和指导。 

最后, 从社会层面看,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缓

解或消除社交媒体环境下群体负面极化给社会和

国家带来的极大风险和不良后果提供了有效的解

决思路。当前我国网络传播中舆论的群体极化现

象比较突出, 网络群体事件频发, 已逐渐成为严

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本文研究结论能够

为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信息说服策略

及其解释机制, 在掌握网络舆情动向的基础上疏

导群体舆论, 例如：通过机器学习等技术向公众

推送正能量的、个性化的帖子评价信息, 合理规

避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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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valence coping strategies for damaged brands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polarization theory 

WANG Xingang1, LI Zulan2, ZHANG Ting1 
(1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College, Wuhan 43021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group polarization theory, we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double-sided valence coping 

strategies of damaged brands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group 

polarization theory: information persuasion strategy-group emotional resonance-group polarization results, 

we conduct three studie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maged brands,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adopting grief expression strategies on the polarization support of onlooker consumer groups; 

Seco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looker consumer, we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victim migration appeal 

strategy on the polarization support of onlooker consumer groups;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ringing 

consumers, we study how can victim significance strategy eliminate the group polarization opposition from 

onlooker consumer groups caused by punishing infringing party. 

Keywords: social media, group polarization, sad expression, victim migration appeal, victim significance 


